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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嵌入对中国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外向
服务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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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流空间重塑海洋经济空间组织的背景下，识别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功能的演化特征及网络

驱动机理至关重要。文章利用 2017 年与 2022 年中国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多元流数据，通过引入

网络效率因子改进外向服务功能测度模型，划分等级梯队与要素主导类型，并构建回归模型探讨

网络嵌入对中国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能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沿海城市外向服务

能级呈显著的“金字塔型”梯队格局，核心城市多表现为复合要素主导型，而中低能级城市依赖

单一要素；（2）网络嵌入程度是驱动功能提升的核心变量；（3）网络结构优势引发“功能外溢与

中转损耗”效应，对沿海枢纽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4）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

嵌入对低层级城市的促进效应显著优于高层级城市，融入网络是边缘城市实现功能突破的关键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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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pace of flows” reshap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rine economy，it 

is crucial to identify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network-driven mechanisms of coastal city functions．Utilizing 

multi-dimensional flow data of the marine economy from Chinese coastal cities in 2017 and 2022，this study improves 

the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 measurement model by introducing a network efficiency factor．It classifies hierarchical 

echelons and factor-dominant types，and constructs a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the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s of China’s coastal cities．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1）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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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数字技术迅速演进，地

理空间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

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愈发频繁［1］。在此背景下，以

地缘空间邻近性为基础的区域联系模式逐渐弱化，

区域发展从“场所空间”向“流空间”转型，城市

或区域间的联系越来越依赖要素的流动及其形成的

网络化组织结构［2-3］。在国家深入推进“陆海统筹”

与高质量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背景下，中国沿海城

市也正经历从传统“场所空间”向“流空间”的深

刻转型，依托港口门户、枢纽通道及产业开放的内

生优势，沿海城市已成为多元流要素跨区域汇聚与

配置的核心节点，沿海地区也因此形成了开放性和

网络化的海洋经济联系模式［4-5］。在此背景下，沿

海城市的功能内涵正经历从本地要素集聚向区域网

络配置的转型。传统的以属地产值规模为核心的评

价体系已难以准确刻画沿海城市在网络中的实际影

响力，精准识别流动要素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赋能效

应，对于优化陆海统筹布局、提升沿海城市群的区

域协同管理能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何测度城市

在流空间中的真实服务能级，并识别网络结构对其

功能的驱动机理，已成为深化海洋经济空间组织研

究的关键科学命题。

城市外向服务功能源于经典城市经济基础理

论，本质上是城市基本部门面向外部市场提供相关

产品与服务，并通过要素输出获得收益的能力［6］。

在流空间时代，其内涵已由传统的物质商品输出转

型为以多元要素深度耦合驱动的跨区域功能辐射，

其载体也由“地理区位”转向了“网络联系”。城

市的功能能级不再仅取决于内部资源的存量，更取

决于其在流要素网络嵌入过程中对要素流动的控制

力与组织效率。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城市功能评

价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 Harris［7］首次以人

均批发销售额和人均零售额作为城市有无对外联系

功能的指标，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对城市与其腹地

的经济联系展开定量评价与实证研究。Muller［8］通

过增长模型研究了美国北部城市间物流、人流、交

通运输流动态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强调城市不

是孤立的点，而是通过各种“流”相互连接的系统，

城镇的经济增长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取决于它在区域

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发展和应用

了以城市流强度模型为代表的测度体系。该模型由

朱英明等［9］早期提出，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城市间各

种“流”的强度来刻画城市的对外服务能力。在后

续的大量实证研究中，由于直接流动数据难以获取，

研究者通常采用城市的行业就业人口、经济规模等

“属性数据”作为对外输出功能的替代指标，并结

合引力模型来估算城市间的联系强度。这一模型被

广泛应用于中国城市群、区域、省域等不同尺度的

外向服务功能研究［10-13］，涵盖了从整体经济到生产

性服务业、物流业、金融业等多个特定行业［14-16］。 

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外向功能的空间格局、动态演

变、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协同效应［17-20］。然而，依

赖属性数据和距离衰减假设的方法，一方面难以充

分体现要素流动的网络组织对服务能力的影响；另

一方面，其本质上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引力推

演，而非对真实流量的直接刻画。近年来，研究趋

outward service energy levels of coastal cities exhibit a significant “pyramid-shaped” echelon pattern； core cities are 

mostly characterized as multi-factor-driven，while middle-and-low-level cities rely on single factors．（2）Network 

embeddedness is the core variable driving functional improvement．（3）Structural advantage in the network triggers 

a “functional spillover and transfer loss” effect，exert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unctional enhancement of coastal 

hub cities．（4）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lower-level cities 

i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at on higher-level cities； integrating into the network is a key path for peripheral cities to 

achieve functional breakthroughs.

Keywords： Marine economy； Space of flows；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 Network embeddedness； Hierarchical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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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指向将真实流量数据与网络结构分析相结合。研

究者开始尝试利用企业投资、航空客运等真实的流

量数据，来替代传统的就业人口或经济规模指标，

以更精确地测度外向服务功能［14］。然而，既有研

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传统测度模型忽视网络

组织效率。流要素网络为城市外向服务功能提供了

结构性支撑，流要素通过网络在城市节点汇聚，经

过城市内部产业的加工与整合，转化为外向服务能

级。流要素网络是城市功能的骨架，而外向服务功

能是城市在网络中价值实现的产物。传统城市流强

度模型多侧重于从业规模或流量的绝对规模，忽略

了城市在复杂网络中获取、转运和传播流动要素的

组织能效，难以准确反映城市的实际服务水平。关

于网络嵌入这一结构性因素如何具体驱动城市服务

功能的演变，仍缺乏系统且量化的实证分析，尤其

是针对不同嵌入层级城市是否存在响应异质性的实

证检验匮乏。

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利用 2017 年和 2022 年

中国沿海城市的涉海多元流数据，通过引入网络效

率指标改进传统测度模型，科学界定海洋经济外向

服务功能的等级格局，为后续的影响机制回归分析

提供了核心被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模

型，深入探讨网络嵌入程度与结构优势对外向服务

功能的动态驱动机理。本文旨在回答：在网络化组

织背景下，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呈现何种特征？网络

嵌入的提升是否具有普遍的驱动效应？研究旨在为

分类指导沿海城市功能定位和优化区域协同管理提

供决策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以中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海洋经

济基础和流要素活跃度，从环渤海、长三角、珠

三角等区域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沿海城市作为

样本。具体筛选过程为：以涉海企业异地投资规

模、港口航线连通性、互联网信息流通强度和技术

流动频率为主要指标，初步确定候选城市。结合国

家海洋强国战略布局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剔除

海洋经济活动较弱或数据缺失的城市，最终筛选出 

50 个城市。北部海洋经济圈（大连、锦州、丹东、

营口、盘锦、葫芦岛、秦皇岛、唐山、沧州、天

津、青岛、威海、日照、烟台、潍坊）；东部海洋

经济圈（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南通、连云

港、镇江、扬州、泰州、盐城、温州、宁波、舟

山、台州）；南部海洋经济圈（福州、厦门、泉州、

莆田、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江门、阳

江、潮州、揭阳、汕头、汕尾、湛江、北海、钦

州、防城港、海口、儋州）。这些城市覆盖了中国

海洋经济的主要功能区，具备较强的区域代表性与

数据可得性。此外，针对数据处理的一致性问题，

本文对空间单元进行了必要的归并。2015 年，宁

波舟山港实现实质性一体化运营，两市在物流、资

金及信息交互上已呈现高度同质化特征，故本文将

宁波与舟山视作统一的海洋经济流要素网络节点，

以增强实证分析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为方便研究表

述，以下分析将宁波—舟山视为一个研究单元。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基于流动空间理论，选取涉海人流、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作为测度沿海城市海洋经济

外向服务功能强度与构建流要素网络的指标，具体

数据来源、描述及时间范围如表 1 所示。为确保数

据的可比性和代表性，数据预处理分为以下步骤：

首先，统一量纲并突出主要联系，以 2017 年和

2022 年各类流要素联系强度的均值作为阈值，剔

除低于均值的弱联系，保留网络中的主要结构，避

免次要联系对分析的干扰；其次，标准化各流要素

数据，生成网络矩阵，分别构建五类单一流要素网

络；最后，将每种流要素视为同等重要，赋予各矩

阵等权重（0.2）合成折叠矩阵，构造聚合网络，形

成综合流。

回归模型所用经济指标与人口指标主要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地统计公报等公开统计

资料；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同口径年鉴或地方统计年

鉴补充。

1.3 研究方法

1.3.1 外向服务功能测度模型

城市流强度用于描述城市或区域之间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相互作用产生的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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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影响量，表征城市与外界联系的强弱，反映城

市的对外服务能力，计算公式为：

 F N E= ×  （1）

式中：F 为城市流强度；N 为功能效率，模型以海洋

经济多元流网络节点网络效率代替传统城市流模型

的功能效率，体现城市节点在网络中整体联系的传

递效率和辐射能力；E 为城市外向功能量，以城市

人流、物流等流要素联系量代替传统城市流强度模

型的就业人口。判断城市是否具有外向服务功能，

取决于该城市流要素联系量的区位商，i 城市在 j 类

流要素上的区位商为 LQ ij。

 LQ ( 1, 2, , 1, 2, , )ij = = =
G G
G G

ij i

j

/
/

i n j m… …；  （2）

式中：Gij 为 i 城市 j 类流要素的联系量，Gi 为 i 城

市的总联系量，Gj 为区域内 j 类流要素的联系量，

G 为区域的总联系量。若 LQ ij ＜ 1，则 i 城市 j 类

流要素不存在外向功能，Eij 为 0；若 LQ ij ＞ 1，则

i 城市 j 类流要素存在外向功能，即 i 城市 j 类流要

素相对于全国对外形成位差，可为外界提供服务。

 E G G G Gij ij i j= − ( / ) （3）

城市 i 海洋经济流要素总外向功能量为：

 E Ei ij=∑
j

m

=1
 （4）

在传统“场所空间”视角下，模型功能效率侧

重于本地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但在“流空间”

视角下，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能的本质是城市对跨

区域流动要素的组织、集聚与再分配能力。节点网

络效率（节点在拓扑网络中的最短路径倒数的平

均值）反映了该城市节点获取全网流动要素的便捷

程度，是流空间视角下城市跨域组织效率的直接体

现。最短路径越短，意味着要素流转成本越低，从

而显著提升了流动要素向外向服务功能转化的效

能。因此，本文使用节点网络效率代替传统城市流

模型中的功能效率，计算公式为：

 Ni = n d
1 1
−1∑j≠1 ij

 （5）

式中：Ni 为节点 i 的网络效率；dij 为节点 i 和节点 j

之间的最短路径；n 为网络中的节点总数。

1.3.2 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

是实证研究中估计变量间线性关系最基础且应用最

广泛的计量模型。本文采用静态结构效应模型与变

化量模型，旨在识别在既定网络结构下，城市的网

络嵌入程度与结构优势是否对其外向服务功能产生

显著影响。

外向服务功能的形成过程可以理解为：各类涉

海要素通过跨城市流动形成网络关系结构，城市在

网络中的位置越接近核心，节点的联系越密切，其

在要素集聚、资源整合和服务辐射等方面的能力也

越强，从而表现为更高水平的外向服务功能。反

之，若城市处于网络边缘，其获取要素信息、资源

表 1 海洋经济流要素数据来源

Table 1 Data sources for marine economic flow elements

流要素 数据来源 数据描述 时间范围

人流 高德迁徙平台 根据高德地图用户定位数据，提取城市间人口迁徙指数，作为人流联系指标 2017 年、2022 年

物流 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通过筛选中国沿海港口间的船舶航行记录，提取城市间物流联系强度 2017 年、2022 年

信息流 百度指数平台
以“城市 + 海洋经济”为关键词，获取城市间搜索量指数， 

量化互联网信息流通的广度与关联强度
2017 年、2022 年

资金流 天眼查平台
提取经营范围含“海洋”“港口”“船舶”的企业跨城市投资数据 

（注册资本≥ 200 万元，存续 / 在业状态），作为资金流量
2017 年、2022 年

技术流 国家知识产权局及 incoPat 数据库 提取海洋产业相关专利的跨城市转移记录，表征技术联系
2011—2017 年、 

2018—2022 年

注：专利转移和技术合作具有显著时滞效应，单一年度数据难以反映技术流动的累积趋势，因此，选取 2011—2017 年和 2018—2022 年两个较

长周期以捕捉专利转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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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与服务外溢的能力均受到限制，外向服务功能

水平也相对较低。因此，海洋经济流要素网络结构

不仅影响要素流向与传播效率，而且通过改变城市

的空间组织方式与职能分工格局，进而影响其外向

服务功能。

为了系统检验海洋经济流要素网络结构对沿海

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影响机制，本文从外向服务功

能、网络结构特征以及城市基本经济属性三个方面

构建指标体系，并在城市尺度上进行量化分析。相

关变量均在 2017 年与 2022 年两个时间截面上进行

测度，并在部分模型中进一步计算跨期变化值，以

反映动态调整过程。

（1）被解释变量：外向服务功能（F）

外向服务功能用于衡量城市通过组织、配置和

辐射海洋相关要素，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综

合能力。本文基于前文构建的外向服务功能测度模

型，利用涉海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

流等要素流强度，对 49 个研究单元（原 50 个城市

经宁波—舟山合并后）进行计算，得到城市外向服

务功能指数。为削弱异方差性并便于系数解释，本

文采用自然对数形式进行回归分析。

（2）核心解释变量：网络结构特征

网络嵌入程度（NE）：反映城市参与海洋经

济要素流网络的深度与广度。本文采用加权度中心

性测度，其理论内涵侧重于要素吸纳与资源获取能

力。指标值越大，意味着城市通过直接联系获取的

流动要素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并转化

为本地外向服务功能。

网络结构优势指数（E）：刻画城市在网络全局

结构中的通道控制力与枢纽地位。该指标综合了介

数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与聚类系数，其理论内涵侧

重于中转组织职能。具有高结构优势的城市在网络

中扮演要素中转站角色，不仅负责本地服务，更承

担着跨区域要素的协调与流转职能。

 E Z Z Zi i i i=
1
3 (

C B CC ) （6）

式中：Ei 为城市网络结构优势指数；ZC
i 为标准化后

的接近中心性，衡量城市资源获取与信息传递的效

率；ZB
i 为标准化后的中介中心性，体现城市枢纽地

位与结构控制力；ZC  C
i    为标准化后的局部聚类系数，

反映城市在局部网络中的协同特征。指标值越大，

表明城市在海洋经济流要素网络中兼具较高的路径

效率、枢纽优势与局部协同能力，其网络结构位置

越具有综合性优势。

（3）控制变量：城市基本经济指标

为避免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选取反映城市经济

发展基础与要素承载能力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GDPpc）：采用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衡量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及市场规模。经济基

础雄厚的城市往往具备更完善的服务体系和更强的

对外辐射能力，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显著影响

外向服务功能。

产业结构优势（IS）：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

数衡量城市产业由低端向高端形态升级的程度，反

映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产业结

构越高级，意味着城市越具备高附加值和高端服务

功能，更有利于形成外向型功能优势。

人口规模（POP）：采用年末常住人口规模衡

量城市的人口集聚程度与要素集散能力。人口越

多，说明城市具有更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消费需求

和潜在服务市场，也可能强化其外向服务能力。为

避免量纲影响，后续回归中采用对数化处理。

基于变量体系，本文从静态结构效应、结构变

化效应以及嵌入程度异质性差异三个方面，对海洋

经济流要素网络结构与外向服务功能之间的关系进

行多角度识别与检验。鉴于数据形式为跨期截面数

据（2017 年与 2022 年），本文采用静态结构效应

模型与变化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以尽可能刻画网

络结构在不同阶段及不同调整情境下对外向服务功

能的作用机制。其中，静态结构效应模型采用普通

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变化量模型采

用一阶差分回归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处理，即对各

变量的变化量进行 OLS 回归。

静态结构效应模型。为识别不同年份网络结构

对外向服务功能的静态影响，本文分别在 2017 年

与 2022 年两个时间截面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 NE GDPpc ISF Eit it it it it= + + + + +α β β γ γ

γ ε3lnPOP
1 2 1 2

it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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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 为城市；t 为年份；lnFit 为城市外向服务功

能的对数形式；NE it 与 Eit 分别为城市在网络中的嵌

入程度与结构优势；GDPpc it、IS it、lnPOP it 分别为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和人口规模控

制变量；ε it 为随机扰动项。

变化量模型。考虑到外向服务功能的形成与演

化往往是一个累积性过程，网络结构的变化可能对

功能调整产生持续影响。为识别网络结构变化对外

向服务功能变化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变化量模型：

 
∆ = + ∆ + ∆ +ln NE GDPpc ISF Ei i i i iθ θ φ φ

φ µ
1 1 2

3

∆
∆ +lnPOPi i

∆ +
 （8）

式中：∆lnF 为外向服务功能变动幅度，∆NE、∆E

分别为网络嵌入程度与结构优势的变化，其余变量

同理；µ 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网络结构效应可能随城市嵌入层级不同

而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引入异质性分析框架。以

网络嵌入程度（NE）为划分标准，将样本城市分为

“高嵌入组”和“低嵌入组”，分别估计静态结构效

应模型，并比较核心变量系数差异，以识别网络结

构在不同嵌入层级下对外向服务功能的作用是否存

在显著分化。

2 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能特征

2.1 外向服务功能的总体水平与空间分布

2017 年，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在总体规模

上表现出较为显著的集中态势，如表 2 所示，全国

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总值为 2 762.89，从城市间

差异看，外向服务功能在不同城市之间分布极不均

衡，变异系数达到 126.51％，表明城市间外向服务

功能水平差距较大。就空间分布而言，外向服务功

能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外向服务功能高

值城市主要集中分布于少数沿海核心城市，在全国

海洋经济对外联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如表 3 所示，

上海、广州等枢纽节点的集聚效应显著；而多数沿

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向核心

城市集聚的空间特征。从位序规模看，2017 年外向

服务功能在沿海地区呈现出较为典型的等级分布特

征，少数城市集聚了较高比例的外向服务功能，而

外向服务功能处于中低水平的城市数量较多，整体

分布具有明显的长尾特征。如图 1 所示，位序在 10

表 2 外向服务功能总体水平

Table 2 Overall level of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s

年份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2017 56.39 24.21 289.48 0.76 71.33 126.51

2022 45.97 22.99 407.07 0.82 66.75 145.22

表 3 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能空间分布

Tabl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s of coastal cities

海洋经济圈 排名 2017 年城市 2017 年外向服务功能值 2022 年城市 2022 年外向服务功能值

北部海洋经济圈

第 1 位 青岛 264.47 青岛 128.47

第 2 位 天津 207.50 天津 119.99

第 3 位 大连 107.09 唐山 81.65

第 4 位 烟台 89.96 大连 77.71

第 5 位 秦皇岛 50.06 日照 41.20

东部海洋经济圈

第 1 位 南通 337.37 上海 407.07

第 2 位 上海 289.48 宁波—舟山 204.47

第 3 位 宁波—舟山 191.30 苏州 141.55

第 4 位 苏州 177.02 南通 118.10

第 5 位 南京 131.73 南京 1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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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圈 排名 2017 年城市 2017 年外向服务功能值 2022 年城市 2022 年外向服务功能值

南部海洋经济圈

第 1 位 广州 176.61 东莞 148.85

第 2 位 东莞 137.38 惠州 81.33

第 3 位 厦门 128.22 深圳 78.69

第 4 位 深圳 110.22 福州 75.73

第 5 位 惠州 86.89 厦门 62.97

注：外向服务功能值基于外向服务功能测度模型计算所得，宁波—舟山作为统一研究单元处理。

之后的城市曲线趋于平缓，表明外向服务功能处于

中低水平的城市存在较大同质性，沿海城市外向服

务功能在空间上并非均衡分布，而是呈现出较强的

层级性和集中性。

2022 年，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在总体规模

上为 2 252.37，城市间差异依然显著，变异系数

为 145.22％。从空间分布看，外向服务功能同样表

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均衡特征，高值城市仍主要集中

于少数沿海核心城市，其在区域海洋经济对外服务

体系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与此同时，外向服务

功能水平较低的城市在空间上分布较为广泛，整体

格局仍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在分布形态

上，2022 年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同样呈现出等级

化和集中化特征，外向服务功能在少数城市中高度

集聚更加显著。整体来看，无论是总体水平还是空

间分布形态，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均表现出显著

的空间分异特征，体现出沿海城市在海洋经济对外

服务体系中的功能分工差异。

为进一步揭示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

能在空间组织上的等级性特征，分别以 2017 年和

2022 年为时间截面，基于综合外向服务功能测度结

果，采用 K-means 聚类方法对沿海城市进行分层分

析。以外向服务功能强度为输入变量，在保证聚类结

果稳定性与可解释性的前提下，将沿海城市划分为高

水平、中水平和低水平三类，从而系统刻画不同时间

截面上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能的梯队结构格局。

图 1 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位序规模情况

Fig.1 Rank-size distribution of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s in coastal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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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聚类结果表明（表 4），沿海城市外

向服务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特征，

不同层级城市在数量规模、功能集聚程度及空间

分布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高水平外向服务功能城

市共 6 个，包括上海、南通、青岛、天津、宁波—

舟山和广州。该层级城市在数量上占比较少，但

在外向服务功能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占全国外

向服务功能总量的 47％，体现出显著的功能集中

性。这类城市通常在全国或区域海洋经济体系中

承担着综合性对外服务职能，是多种海洋经济要

素流动的重要集散节点，其外向服务功能在空间组

织中具有明显的枢纽型特征。中水平外向服务功能

城市共 6 个，包括苏州、南京、东莞、深圳、厦

门和大连。该层级城市在功能规模上处于中等水

平，在整体外向服务功能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从空间结构上看，这类城市多分布于高水平

城市周边或区域性经济核心区域，在一定程度上承

担着对高水平城市功能的分担和补充职能，是沿海

城市外向服务功能体系中的重要支撑层。低水平外

向服务功能城市数量最多，共 37 个，构成了沿海

城市外向服务功能体系的基础层级。该类城市外向

服务功能强度整体偏低，单个城市在全国外向服务

功能总量中的占比较小，但在空间上分布广泛，覆

盖几乎全部沿海区域。从结构上看，低水平城市

更多承担的是区域性、基础性或辅助性的外向服

务职能，其在数量上的优势与功能规模上的相对

弱势形成鲜明对比。整体而言，2017 年沿海城市

外向服务功能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型”等级结

构：高水平城市数量少但功能高度集中，中水平城

市数量适中并发挥区域支撑作用，低水平城市数量

占绝对多数但单体功能规模有限，等级分化特征 

显著。

表 4 2017 年外向服务功能 K-means 分层结果

Table 4 K-means clustering results of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s，2017

梯队 数量 城市 平均值

高水平 6 上海、南通、青岛、天津、宁波—舟山、广州 217.72

中水平 6 苏州、南京、东莞、深圳、厦门、大连 113.40

低水平 37

福州、烟台、惠州、扬州、连云港、台州、温州、秦皇岛、海口、唐山、湛江、泉州、盐城、汕头、镇江、潍坊、

无锡、珠海、泰州、北海、儋州、江门、沧州、莆田、营口、威海、揭阳、潮州、阳江、汕尾、葫芦岛、丹东、

锦州、日照、盘锦、钦州、防城港

20.98

2022 年的聚类结果显示（表 5），沿海城市外

向服务功能在空间上依然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格

局，但不同层级的结构形态表现出新的特征。高水

平外向服务功能城市仅 1 个，即上海，其在外向服

务功能强度上明显高于其他沿海城市，在空间结构

中形成高度集中的核心层级，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承

担着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门户作用，表现出

显著的单核集聚特征，在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体

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中水平外向服务功

能城市共 8 个，包括宁波—舟山、苏州、青岛、东

莞、天津、南京、南通和深圳。该层级城市构成

了 2022 年外向服务功能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在功

能规模上明显高于低水平城市，但与核心城市之间

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差距。从空间分布看，这类

城市多位于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是连接核心

城市与广大沿海城市的重要功能节点。低水平外向

服务功能城市共 40 个，数量占比进一步提高。这

类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强度整体较低，在空间上呈现

出广泛分布的特征，是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体系

的基础组成部分。从结构上看，低水平城市在数量

上的高度集中与功能规模上的分散并存，体现出其

外向服务功能在空间组织上的显著不均衡性。总体

来看，2022 年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呈现清晰的

等级结构，在层级构成上表现出“核心集中—中间

扩展—底层占优”的结构特征，空间层级分化依然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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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2017 年与 2022 年两个时间截面的聚类结

果可以看出，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在不同年份均

呈现出稳定而清晰的等级分化格局。无论是研究初

期还是后期，高水平城市数量始终有限，而中低水

平城市构成了外向服务功能体系的主体，空间上的

集聚性和层级性特征突出。从空间组织结构上看，

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整体呈现出“少数核心城

市—若干中等支撑城市—大量基础城市”的多层级

体系，等级化梯队格局反映出沿海城市在海洋经济

对外服务体系中的功能分工状态。

2.2 外向服务功能的要素主导类型特征分析

在前文分析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能的

总体水平和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要素结构

层面考察不同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内在差异。为

此，本文利用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LQ）指

标，对沿海城市在不同海洋经济流要素外向服务功

能中的相对专业化取向进行识别，进而刻画外向服

务功能的要素主导类型及其变化特征。当某城市在

某一要素上的区位商大于 1 时，表明该要素在其外

向服务功能结构中的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视

为该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主导要素。基于上述判定

原则，本文进一步按照城市在不同要素上的区位商

表现，对外向服务功能的要素主导类型进行划分：

当仅有一类要素的区位商大于 1 时，将其界定为单

一要素主导型；当两类要素的区位商大于 1 时，界

定为双要素主导型；当三类及以上要素的区位商大

于 1 时，则界定为复合要素主导型。该分类方式有

助于从结构层面揭示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类型

差异。

基于区位商测算结果，可以从要素层面与类型

层面对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结构特征进一步分

析。总体来看，沿海城市在不同海洋经济流要素上

的相对专业化取向存在显著差异，外向服务功能在

要素结构层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格局。

从要素层面看，2017 年，不同要素对应的主导

型城市数量差异较大（表 6）。其中，在信息流要素

上区位商大于 1 的城市数量最多，共有 35 个城市

在外向服务功能结构中呈现出信息流主导取向，表

明信息流要素在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中具有较为

广泛的结构性重要性。人流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次

之，共有 25 个城市的人流区位商大于 1，显示人流

要素在较多沿海城市的外向服务功能中占据相对较

高的比重。相比之下，资金流和技术流要素的主导

型城市数量相对较少，分别为 14 个和 13 个，反映

出资本配置和技术输出等要素的外向服务功能更集

中于部分城市。物流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最少，仅

有 11 个城市的物流区位商大于 1，表明海洋物流外

向服务功能在结构上呈现出较强的集中性，其专业

化取向主要分布于少数具备枢纽港口作用和地理区

位优势的城市。

从要素主导类型结构来看，2017 年，沿海城市

外向服务功能呈现出以双要素主导型城市为主的特

征。在 49 个沿海城市中，共有 29 个城市两类要素

的区位商大于 1，占比较高，表明多数城市的外向

服务功能并非依赖单一要素，而是由两类要素共同

支撑。与此同时，单一要素主导型城市共有 10 个，

其外向服务功能在结构上对某一类要素的依赖程度

较高；另有 10 个城市表现为复合要素主导型，即

在 3 类及以上要素上呈现相对专业化取向，显示其

外向服务功能结构相对多元。

表 5 2022 年外向服务功能 K-means 分层结果

Table 5 K-means clustering results of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s，2022

梯队 数量 城市 平均值

高水平 1 上海 407.07

中水平 8 宁波—舟山、苏州、青岛、东莞、天津、南京、南通、深圳 117.91

低水平 40

大连、福州、唐山、惠州、厦门、台州、广州、连云港、无锡、儋州、温州、泉州、汕头、日照、扬州、湛江、

营口、潍坊、镇江、盐城、秦皇岛、珠海、泰州、江门、揭阳、威海、海口、沧州、莆田、潮州、烟台、北海、

丹东、汕尾、阳江、盘锦、锦州、钦州、葫芦岛、防城港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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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结构特征来看，2017 年，沿海城市外向

服务功能在要素结构上以双要素主导型为主体，同

时单一要素主导型与复合要素主导型并存，呈现出

结构多样化的特征。在研究初期，沿海城市外向服

务功能尚未形成高度单一化或高度多元化的结构格

局，而是处于多种要素共同作用和结构差异并存的

发展阶段。

从要素层面来看，2022 年，不同要素对应的主

导型城市数量仍呈现明显分化特征（表 7）。其中，

信息流要素中区位商大于 1 的城市数量最多，共有

33 个城市在外向服务功能结构中呈现出信息流主导

取向，表明信息流要素在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中

的结构性重要性依然突出。人流要素主导型城市数

量为 23 个，显示出较多城市在对外服务中仍较为

依赖人力要素流动。资金流要素中区位商大于 1 的

城市数量为 19 个，较 2017 年有所增加，反映出部

分城市在资本要素外向服务功能中的相对专业化程

度有所提升。相比之下，技术流要素主导型城市数

量为 14 个，物流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仍为 11 个，

这两类要素的主导型城市数量相对较少，表明涉海

技术输出与海洋物流外向服务功能在结构上依然集

中于少数城市。这一结果显示，在 2022 年外向服务

功能结构中，不同要素的专业化扩散程度存在明显 

差异。

从要素主导类型结构来看，2022 年，沿海城市外

向服务功能仍以双要素主导型城市为主体。在 49 个 

沿海城市中，共有 27 个城市两类要素的区位商大

于 1，占据主导地位；复合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增

至 12 个，显示部分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要素结构

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特征；单一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

表 6 2017 年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能要素主导特征

Table 6 Dominant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economic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 elements，2017

分类维度 子类 / 要素类型 城市数量 占比 /％ 代表性城市

要素主导取向

信息流 35 71.4 深圳、南京、福州

人流 25 51.0 苏州、东莞、珠海

资金流 14 28.6 上海、广州、天津

技术流 13 26.5 广州、南通、海口

物流 11 22.4 上海、宁波—舟山、青岛

主导类型结构

单一要素主导型 10 20.4 南通、东莞、福州

双要素主导型 29 59.2 上海、广州、青岛

复合要素主导型 10 20.4 深圳、大连、唐山

表 7 2022 年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能要素主导特征

Table 7 Dominant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economic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 elements，2022

分类维度 子类 / 要素类型 城市数量 占比 /％ 代表性城市

要素主导取向

信息流 33 67.3 宁波—舟山、南京、大连

人流 23 46.9 苏州、东莞、深圳

资金流 19 38.8 上海、天津、大连

技术流 14 28.6 上海、苏州、青岛

物流 11 22.4 上海、宁波—舟山、青岛

主导类型结构

单一要素主导型 10 20.4 东莞、南通、福州

双要素主导型 27 55.1 宁波—舟山、苏州、青岛

复合要素主导型 12 24.5 上海、深圳、大连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6 年112

为 10 个，其规模与 2017 年相比保持稳定。这表明，

在新冠疫情冲击背景下，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

要素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单一化趋势，反而在部分

城市中表现出结构多元化的特征。

总体来看，2022 年，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

在要素结构层面延续了以信息流和人流要素为重要

支撑的基本格局，同时资本要素的相对专业化取向

有所增强。不同城市在要素主导类型上的差异，反

映了沿海城市在外向服务功能体系中的结构分工 

特征。

在前文分别分析 2017 年与 2022 年沿海城市

外向服务功能要素主导类型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

两期区位商结果的对比，可进一步揭示研究期内沿

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在要素结构层面的调整特征。

2017—2022 年，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要素主

导类型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但在具体要素分布和

类型结构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重组与分化。

从要素层面来看，不同要素对应的主导型城市

数量变化方向存在明显差异（表 8）。信息流要素主

导型城市数量由 2017 年的 35 个小幅下降至 2022 年 

的 33 个，但仍然是主导型城市数量最多的要素类

型，表明信息流要素在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结构

中的基础性地位保持相对稳定。人流要素主导型城

市数量由 25 个减少至 23 个，变化幅度较小，人流

要素在外向服务功能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总体保持 

稳定。

表 8 2017—2022 年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要素主导类型演变

Table 8 Evolution of dominant types of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 elements，2017—2022

维度 子类 / 要素 2017 年数量 2022 年数量 增减

要素主导

取向

信息流 35 33 -2

人流 25 23 -2

资金流 14 19 +5

技术流 13 14 +1

物流 11 11 0

主导类型

结构

单一要素主导型 10 10 0

双要素主导型 29 27 -2

复合要素主导型 10 12 +2

相比之下，资金流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由 2017 年 

的 14 个增加至 2022 年的 19 个，增幅较为明显，

反映出研究期内，部分沿海城市在外向服务功能结

构中对资本要素的相对依赖程度有所增强。技术流

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由 13 个增至 14 个，变化幅

度较小，表明涉海技术外向服务功能的专业化有一

定程度的扩散。物流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在两期均

为 11 个，显示出海洋物流外向服务功能在结构上

的集中性较强，其主导型城市分布相对稳定。从要

素主导类型结构来看，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在研

究期内仍以双要素主导型为主体，但内部结构发生

了一定调整。双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由 2017 年的

29 个减少至 2022 年的 27 个，占比略有下降；与

此同时，复合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由 10 个增加至 

12 个，显示出部分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要素结构趋

于多元化。单一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两期均为 10 个， 

整体保持稳定，说明在外向服务功能要素结构中，

仍有一部分城市对单一要素保持较高程度的结构 

依赖。

进一步从类型转换特征看，研究期内既存在主

导类型保持稳定的城市，也存在主导类型发生变化

的城市。首先，一部分城市两期均保持相同的要素

主导集合，体现出外向服务功能要素结构的相对稳

定性。例如，宁波—舟山在 2017 年与 2022 年均表

现为“信息—物流双要素主导型”，南京两期均为

“信息—技术双要素主导型”，苏州两期均为“人

流—技术双要素主导型”，南通两期均为技术单一

主导型，表明这些城市的外向服务功能在要素结构

层面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与此同时，部分城市由单

一要素主导型或双要素主导型转变为复合要素主导

型，反映其外向服务功能结构在要素层面呈现出一

定的多元化趋势。例如，上海由“资金—物流双要

素主导”转变为 “资金—物流—技术复合主导”；

广州由“资金—技术双要素主导”转变为“资金—

人流—技术复合主导”；镇江由“信息—人流双要

素主导”转变为“资金—人流—技术复合主导”；

烟台由“资金—技术双要素主导”转变为“资金—

信息—技术复合主导”。这些城市的变化共同表明，

研究期内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存在由“集中要素



郭建科，等：网络嵌入对中国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能的影响 113第 4 期

组合”向“多要素组合”扩展的结构表现。此外，

也有少数城市虽未发生主导要素数量层级的改变，

但主导要素的具体构成发生调整，体现出外向服务

功能要素结构的重组特征。台州由 “信息单一主导

型”转变为“技术单一主导型”；无锡由“人流—

技术双要素主导型”转变为“信息—人流双要素主

导型”；深圳两期均属于复合主导型，但主导要素

由“信息—物流—人流”调整为“物流—人流—技

术”。总体而言，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要素主导

类型的变化并非同步发生，而是呈现出差异化调整

特征。

综合来看，研究期内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在

要素结构层面表现为“总体稳定、局部调整”的演

变特征。一方面，信息流和人流要素在外向服务功

能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保持不变；另一方面，资本

要素主导型城市数量的增加以及复合要素主导型城

市的扩展，表明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结构正在向

多元化要素组合方向发展。

3 网络结构对外向服务功能的影响机制分析

3.1 静态结构效应模型实证分析

表 9 展示了 2017 年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水

平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模型（1）至模型（4）逐

步纳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等控制

变量，以检验网络结构特征对外向服务功能的稳健

影响。在回归之前，对主要解释变量进行了多重

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

（VIF）均小于经验判断阈值 10，说明模型不存在

共线性问题，变量设定具有较好的统计识别性。

从网络结构变量看，网络嵌入程度在不含控制

变量的模型（1）中显著为正（β=0.347，p ＜ 0.01），

表明在仅考虑网络因素时，城市嵌入程度越高，其

外向服务功能水平越强。然而，在逐步纳入控制变

量后，网络嵌入程度的系数下降，并在模型（2） 

中 变 为 不 显 著， 仅 在 模 型（4） 中 仍 保 持 显 著

（β=0.147，p ＜ 0.05）。这一结果说明，网络嵌入

程度对外向服务功能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经

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其独立解释力在控

制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后有所减弱，但仍具有阶段性

显著性，表明网络联通性仍是外向服务功能形成的

重要结构性基础。而网络结构优势指数在全部模型

中均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模型（4）的系

数为 -8.840（p ＜ 0.05），表明处于高度集聚、结

构核心位置的城市，其外向服务功能并未同步增

强，反而呈现出显著的“功能外溢与中转损耗”效

应。原因在于核心型节点承担大量中转职能，其服

务产出更多在网络空间向周边节点辐射分散，产生

“功能外溢”；同时，伴随高昂的组织协调成本与网

络拥挤所产生的“中转损耗”，进而削弱其外向服

务功能发展。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外向服务功能并非

完全等同于节点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

从控制变量看，人均 GDP 在各模型中始终显

著为正，模型（4）中系数为 1.019（p ＜ 0.01），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能力形成完善的服务

供给体系和开放型资源配置能力，是支撑外向服务

功能的重要基础条件。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和人口

规模同样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越高级，

生产性服务部门集聚程度越高，人口资源越集中，

越有利于形成对外服务能力，尤其是人口规模的系

数较大，反映出外向服务功能仍具有明显的人口规

模依赖属性。

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看，逐步纳入控制变量

后，模型解释力由 0.594 提升至 0.762，调整后的

R2 由 0.577 上升至 0.734，说明经济社会基础变量

显著提升了模型解释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

表 9 2017 年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9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2017

变量
lnF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NE 0.347*** 0.047 — 0.147**

E -7.873* — -4.356* -8.840**

GDPpc — 0.928** 1.323*** 1.019***

IS — 0.469* 0.698*** 0.526**

lnPOP — 0.903*** 1.157*** 0.853***

R2 0.594 0.702 0.721 0.762

AdjR2 0.577 0.675 0.696 0.734

注：*** p ＜ 0.01，** p ＜ 0.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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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等城市经济发展基础相比，网络结构变量更多体

现为一种结构层面的附加影响，即在既有发展条件

基础上，通过提升节点在网络中的嵌入深度和结构

位置，从而进一步增强外向服务功能。综合来看，

2017 年的实证结果表明网络嵌入程度是增强城市外

向服务功能的重要促进因素，而网络结构优势越强

并不必然带来更高水平的外向服务功能，甚至在一

定条件下会产生抑制效应。网络结构与外向服务功

能之间并非线性正相关，而是呈现出结构差异与功

能分化的显著特征。

2022 年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多元线性回归

结果如表 10 所示。与 2017 年相同，模型（1）至

模型（4）逐步纳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人

口规模等控制变量，以检验网络结构因素对外向服

务功能的影响。

表 10 2022 年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10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2022

变量
lnF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NE 0.282*** 0.086* — 0.168**

E -4.438* — 0.579 -4.333*

GDPpc — 0.602* 0.849*** 0.664*

IS — -0.027 0.137 -0.037

lnPOP — 0.200** 0.838*** 0.589**

R2 0.538 0.648 0.617 0.672

AdjR2 0.517 0.616 0.582 0.634

注：*** p ＜ 0.01，** p ＜ 0.05，* p ＜ 0.1。

从网络结构变量看，网络嵌入程度在模型（1）

中系数显著为正（β=0.282，p ＜ 0.01），在逐步加

入控制变量后显著性有所下降，但在模型（4）中

仍保持显著正向影响（β=0.168，p ＜ 0.05）。这表

明，即便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网络嵌入程度仍能

够稳定促进外向服务功能水平，城市在海洋经济流

要素网络中的连接深度和参与广度依然是塑造外向

服务能力的重要结构性基础。而网络结构优势指数

在模型（1）与模型（4）中均表现为显著负向关

系（分别为 -4.438 与 -4.333，p ＜ 0.1），仅在个别

模型中转为不显著。这一结果与 2017 年的结论大

体一致，再次印证处于结构核心或高度集聚位置的

城市，其外向服务功能并未实现线性增长，反而受

到“功能外溢与中转损耗”效应的共同制约，使其

外向服务功能水平发展受到一定抑制。换言之，城

市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提升并不等同于外向服务职

能的强化，甚至可能伴随部分功能向周边节点的再 

分配。

从控制变量看，人均 GDP 在模型（4）中仍保

持显著正向影响（β=0.664，p ＜ 0.1），表明经济发

展基础仍是外向服务功能的重要支撑。而人口规模

在 2022 年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在模型（4）中系数

达到 0.589（p ＜ 0.05），明显高于 2017 年的水平，

反映出在新冠疫情冲击及复杂外部环境背景下，人

口规模带来的市场韧性与需求腹地，对维系城市外

向服务功能发挥了更加突出的缓冲与支撑作用。产

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在各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短期

内服务型产业结构升级与外向服务功能之间尚未

形成充分联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需进一步 

分析。

综合解释力方面，模型 R2 由 0.538 逐步提升至

0.672，调整后的 R2 达到 0.634，说明模型具有较

好的拟合效果，网络结构与经济社会基础因素对外

向服务功能具有共同解释力。

实证结果显示，网络嵌入程度（NE）对功能

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网络结构优势指数（E）

则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差异揭示了海洋经济

网络中的枢纽悖论效应。网络嵌入程度的正向驱动

源于规模累积，即直接联系的增加带来了更多的要

素支撑，而网络结构优势的负向作用则源于功能外

溢与中转损耗。占据结构核心位置的枢纽城市，其

海洋经济活动呈现出强烈的通道化特征。大量流动

要素在其节点仅作短暂停留或中转，便向周边层级

较低的城市发生功能外溢，使得本地外向服务功能

的转化受到制约。此外，维持高强度枢纽控制职能

需承担组织协调成本和基础设施压力，结构性负担

在要素转化过程中导致边际效率递减。因此，对于

核心节点城市而言，结构位置优越反而可能越会抑

制其本地外向服务功能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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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络结构变化对外向服务功能的跨期响应

前文已基于 2017 年与 2022 年时间截面数据，

分析了海洋经济流要素网络结构对城市外向服务功

能水平的静态影响。然而，静态模型尚不足以揭

示网络结构变化是否会在跨期尺度上引致外向服

务功能的同步调整，以及这种调整过程是否具有差

异化特征。为此，本文进一步构建变化量模型，从

动态视角检验海洋经济流要素网络结构调整对城市

外向服务功能变化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分别计

算 2017 年与 2022 年外向服务功能、网络结构指标

以及控制变量的变化量进行回归分析，能够更直接

反映网络结构调整能否带来外向服务功能的同步提

升，从而揭示机制作用的动态属性。

根据前文构建的变化量模型，以 2017—2022 年 

外向服务功能变化量 ΔlnF 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

网络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基础变化两个层面展开回

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变化量回归结果

Table 11 Regression results of changes in variables

变量
∆lnF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NE 0.421*** 0.387*** — 0.147***

∆E -4.71** — -3.649 -4.414**

∆GDPpc — 0.451 0.563 0.359

∆IS — -0.127 0.698 -0.114

∆lnPOP — -0.947 1.157 -0.567

R2 0.353 0.283 0.114 0.371

AdjR2 0.326 0.218 0.034 0.298

注：*** p ＜ 0.01，** p ＜ 0.05。

从模型（1）可以看出，在仅引入网络嵌入程

度变化（ΔNE）和网络结构优势变化（ΔE）的情形

下，两者对外向服务功能变化均具有显著影响。其

中，ΔNE 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

明在未控制其他因素时，城市在海洋经济流要素网

络中的嵌入程度若在研究期内得到提升，其外向服

务功能水平相应呈现出同步增强趋势。而 ΔE 的系

数为负，说明在研究期内，若城市在网络中的结构

优势进一步加强，即向核心位置进一步集中，其外

向服务功能变化反而趋于下降。整体来看，仅依靠

结构变量即可解释相当比例的外向服务功能变化，

网络结构调整在功能演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

引入经济发展基础变化控制变量的模型（4）中，

ΔNE 仍保持正向，ΔE 依然为负，均通过显著性检

验，结构变量的方向与模型（1）保持一致，网络

嵌入程度提升对外向服务功能改善的促进作用以及

网络结构优势强化对功能调整的抑制效应依然存

在，网络结构变化对外向服务功能调整的影响具有

较强的稳健性。

模型（2）与模型（3）分别考察了在网络嵌入

程度变化或网络结构优势变化与经济发展基础变化

变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显著性水平相对有限。

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为外向

服务功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与需求基础，但单纯依

靠经济基础的发展改善不足以充分解释城市外向服

务功能的差异化调整，与前文静态截面模型相比，

经济发展基础变量在变化量模型中的统计作用有所

削弱，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经济发展基础更多决

定的是外向服务功能的存量水平，而功能增量的形

成则更依赖于网络连接关系的变化及其带来的要素 

流动。

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看，各模型均处于合理区

间，在仅使用网络结构变量的情形下即可获得较好

的解释力，在加入经济发展基础变化变量后模型拟

合程度有所提升但边际增量有限，表明网络结构变

化在解释外向服务功能变化方面处于核心地位，而

经济发展基础变化更多地起到补充性作用。

基于上述变化量回归结果，可以进一步从机制

层面对海洋经济流要素网络结构调整与城市外向服

务功能演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实证结果表明，

网络嵌入程度变化对外向服务功能变化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在研究期内，城市若能够持续提高其在网

络中的联通程度、参与程度以及互动活跃度，其外

向服务功能水平更可能呈现同步增长趋势。这一结

果可从联通性增强机制加以理解，随着城市在网络

中的嵌入程度不断提升，其所处的要素联系半径不

断扩大、流要素资源获取能力增强、跨区域合作关

系更加密集，从而提高了要素流动的配置效率与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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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程度，使得城市的外向服务供给能力与辐射能力

得到强化。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外向服务功能显著

依赖于网络互动关系的结构基础，本质上体现了一

种“嵌入—互动—能力强化”的累积效应。结构优

势变化对外向服务功能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这表明城市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若继续增强，不一

定能带来外向服务功能的同步提升，反而可能削弱

其功能调整空间。该现象进一步印证了“功能外溢

与中转损耗”效应：当城市在网络结构中进一步向

核心节点集中时，其承担的过境中转与分发职能加

重。此时，资源的投入更多被高昂的组织与拥挤成

本所消耗（中转损耗），且服务效能更多向外围节

点释放（功能外溢），导致本地外向服务功能的边

际改善幅度受到抑制。此外，结构优势的进一步集

中还可能加剧区域结构分化，使核心城市承担的网

络压力增大，整体上呈现出外向服务功能弹性下降

的趋势。

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基础的控制变量在变化量

模型中的显著性明显弱于网络结构变量，这与静态

模型中经济发展基础对外向服务功能水平具有重要

影响的结论形成对比。说明经济发展基础因素更多

影响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存量水平”，而外向服

务功能的“增量变化”更依赖于网络结构的调整与

重组。在城市发展已达到一定阶段后，单纯依赖经

济规模或产业升级并不足以带来外向服务功能的显

著跃升，必须通过提升网络嵌入程度和改善要素联通

结构，才能实现功能结构的动态优化。相较于传统的

“规模驱动”模式，沿海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提升更

依赖于其在网络中的嵌入广度与资源配置潜力。

为检验网络结构效应在不同嵌入层级城市中的

差异性，本文以 2017 年网络嵌入指数的中位数为

阈值，将样本城市划分为高嵌入层级城市组与低嵌

入层级城市组。随后，分别采用变化量模型对两类

城市 2017—2022 年外向服务功能变化进行估计，

以识别网络结构变化在不同嵌入层级下的异质性 

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表 12），无论城市处于何种初

始嵌入层级，网络嵌入程度提升对外向服务功能增

强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嵌入海洋经济流

要素网络本身具有较强的普遍促进效应。然而，正

向效应在不同嵌入层级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强度差

异：低嵌入层级城市明显高于高嵌入层级城市。结

果显示，低嵌入层级城市的效应系数为 1.011，而

高嵌入层级城市为 0.346，前者约为后者的 3 倍，

嵌入程度提升对低嵌入层级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显

著。在交互项模型中，交互项 ∆NE×High 系数显

著为负（-0.701），表明嵌入层级对外向服务功能

的演化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虽然

要素流的增加普遍提升了城市的外向服务功能，但

这种驱动效应在高层级城市中表现出明显的边际效

用递减特征。相比之下，处于较低层级的城市在承

接要素流增长时，能产生更高的功能转化效率。对

于初始嵌入程度较低的外围城市而言，其原有联系

基础较为薄弱，当网络联通性得到改善后，城市能

够显著提升资源获取能力、合作机会与要素匹配效

率，从而带来更大幅度的外向服务功能增量。因

此，嵌入提升是低嵌入城市实现功能突破的关键路

径。嵌入提升意味着跨区域要素整合能力与流通网

络实现跨越式扩展，从而在外向服务功能上呈现显

著的增量改善。这类城市处于流要素网络化加速建

设阶段，通过加强与枢纽节点的连接，可以在相对

较短的时间内激活并释放其潜在的外向服务功能，

体现出明显的网络正外部性。

表 12 嵌入层级异质性回归结果

Table 12 Regression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in embedded 

hierarchy

变量
∆lnF

高嵌入组 低嵌入组 交互项模型

∆NE 0.346* 1.011* 1.031*

∆NE×High — — -0.701*

∆E -1.851 -6.413 —

R2 0.525 0.354 0.484

AdjR2 0.393 0.284 0.381

注：* p ＜ 0.1，High 为虚拟变量，以 2017 年网络嵌入指数的中位

数为阈值，高于中位数的城市赋值为 1（高嵌入层级组），低于中位数

的城市赋值为 0（低嵌入层级组）；∆NE×High 为网络嵌入程度变化量

与高嵌入层级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用于识别嵌入层级对网络嵌入效应的

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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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嵌入层级城市表现出规模收益递减与功能相

对稳定的特征。对于初始嵌入程度较高的城市而

言，其网络连接结构在基期已趋于饱和与高度集

聚，后续嵌入程度的提升更多体现为联系结构的边

际优化，而非连通性的质的突破。因此，在同一单

位嵌入提升下，高嵌入层级城市的外向服务功能增

量相对有限，出现了典型的规模收益递减现象。同

时，从模型拟合优度来看，高嵌入层级城市组的解

释力相对较高，说明其外向服务功能变化更大程度

上受制于整体网络结构的稳健性与既有功能体系的

内生调整，而不是单一联系数量的进一步扩张，反

映出较强的功能稳定性与路径依赖特征。

在嵌入层级分组回归中，结构优势变化 ΔE 在

高、低嵌入层级城市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虽然

系数方向仍为负值，但统计意义较弱。这一结果与

前文的静态与变化量分析形成互证，在动态调整过

程中，实际的网络嵌入程度 ΔNE 相较于抽象的网

络结构优势指数 ΔE 更能直接推动外向服务功能的

变迁。换言之，在研究期内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提

升，主要依赖于网络实际联通关系的改善，而网络

结构优势的进一步集中并未表现为显著的增量驱动

因素。

总体来看，网络嵌入程度的提升对低嵌入层级

城市具有更强的溢出效应和功能重塑作用，对高嵌

入层级城市则更多体现为对既有功能体系的稳健支

撑。这表明，当前我国海洋经济流要素网络正处于

由少数枢纽城市主导向外围节点加速渗透和扩散的

阶段，网络外部性正逐步由核心区域向更广泛的沿

海城市扩展。在此背景下，强化中小节点的网络嵌

入和联通质量，是实现区域海洋外向服务功能协同

提升，推动海洋经济空间结构由单中心集聚向多节

点协同演进的关键路径。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立足“流空间”理论，利用涉海人流、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的海洋经济多元要素

流数据，通过引入网络效率因子改进外向服务功能

测度模型，测算了 2017 年和 2022 年中国沿海城市

海洋经济外向服务功能的能级水平，划分了其等级

梯队并识别了要素主导类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

运用回归模型系统探讨了 2017 年和 2022 年我国沿

海城市网络嵌入对外向服务功能的影响机理，主要

研究结论如下。

（1）外向服务功能呈现显著的层级梯队格局

与要素主导差异。沿海城市外向服务能级呈明显的

“金字塔型”分布，核心城市作为绝对枢纽，引领

作用突出。同时，各城市的功能构成存在明显的要

素主导特征，核心城市多表现为信息流、资金流和

技术流主导的复合要素驱动型，而中低能级城市则

多依赖单一流要素驱动。从演变情况来看，沿海城

市外向服务功能呈现出从“单一要素依赖”向“多

元要素耦合”转化的特征。

（2）网络嵌入程度是驱动城市外向服务功能

水平提升的核心变量。静态回归与变化量回归均证

实，网络嵌入程度显著促进了城市外向服务能级的

增强。城市在多元流网络中的连接深度与参与广度

为其获取要素资源并转化为对外服务产出提供了重

要的结构性基础。

（3）网络结构优势引发“功能外溢与中转损

耗”复合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网络结构优势指数

的提升对本地外向服务功能产生了显著的制约。其

内在机理在于，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枢纽城市因承

担大量要素的过境分发职能，导致服务效能向周边

腹地发生“功能外溢”；维持高强度网络控制力又

带来了拥挤压力与高额组织成本，导致要素转化的

“中转损耗”。两者叠加，共同制约了枢纽城市外向

服务功能的增长。

（4）网络嵌入的驱动效应具有明显的层级异质

性与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嵌

入提升对低嵌入层级城市的边际促进效应显著高于

高嵌入层级城市。处于较低层级的城市在承接要素

流增长时，具有更高的功能转化效率，融入网络是

边缘城市实现功能突破的关键。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沿海城市功能定

位、网络结构优化与区域协同提升等维度提出政策

建议，旨在为差异化推进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外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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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功能的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1）因地制宜，推动要素主导类型向高端化转

型。沿海城市应根据自身在人流、物流、信息流、

资金流和技术流等维度上的优势，明确功能定位。

低能级城市应在巩固传统物流、人流优势的基础

上，通过数字化转型引入信息流与技术流，推动功

能结构从单一要素向多元复合演进。

（2）优化布局，缓解核心城市的“中转损耗”

压力。枢纽城市应通过功能剥离与溢出，引导传统

服务功能向外围城市转移，自身则聚焦于高附加值

的虚拟流动要素配置，构建层级有序、分工明确的

海洋经济网络体系。

（3）分类提升，利用网络外部性的加速扩散特

征。鉴于低嵌入层级城市具备更高的功能转化效率，

政策制定应侧重于强化中小节点的网络联通质量，

利用网络溢出效应推动区域海洋经济协同提升。

（4）深化剖析，关注产业结构升级对功能驱动的

滞后性。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在 2022 年 

未能产生预期的显著驱动作用，主要源于海洋产业与

陆域经济在结构演化上的弱耦合特征，即现阶段海

洋外向服务仍高度依赖实体流要素，而指标更多反

映陆域三产变动。此外，受限于外部环境冲击带来

的功能传导受阻，产业结构优势无法及时、充分地

转化为服务能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联动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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